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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双碳冶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首先,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

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 其次,以 2011—2019
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

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 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

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

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

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 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
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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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形势和国际环境治理的多重压力,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主动作为,承担环境责任,提出努力争取在 2030 年实现碳达峰与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冶目标。 “双碳冶目标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走低碳发展道路

和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也为我国推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低碳转型指明了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冶,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冶 [1]。 生态文明理念已逐渐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全社会共识,中国政

府和各个行业都已经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放在重要位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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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路,努力确保“双碳冶目标顺利实现[2]。
作为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和实现“双碳冶目标的重点领域,我国制造业产业规模巨大,截至

2022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高达 27郾 7% ,是我国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已连续

13 年居世界首位[3],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冶的问题依然突出,至今尚未彻底摆脱以“高
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冶为特征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产生了巨大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资源匮乏、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当前制约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亟需进行绿色低碳转型。 2016 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首先提出要加快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

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制造体系[4]。 2020 年,《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再次强调,要以重点

行业达峰为突破,着力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加快制造业绿色低碳转

型和高质量发展[5]。 因此,寻找制造业低碳转型的主要抓手,探索出兼顾制造业产业发展的减排

路径,进而合理制定和有效实施有针对性的行业减排政策,对我国实现制造业和全国整体碳达峰、
践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责任具有重要意义[6]。

与此同时,随着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化

正在驱动企业的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已有研究提出,数字化在重塑产业链价值链、为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产生了复杂的环境效应,影响了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但对于是“降碳冶还是

“增排冶,学者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 有文献认为,信息通信技术(ICT)和数字技术发展、数字化推

进是环境改善的福音[7 - 10]。 全球电信行业协会(Global e鄄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2015)在报告中预测

到 2030 年全球 ICT 的减排潜力为 10 Gt CO2e[11],其中 ICT 直接减排 1郾 25 Gt CO2e,通过跨行业应用可

在其他行业间接促进减排 9郾 2 CO2e。 有研究则指出数字化在环境方面存在“双刃剑冶效应,数字设备

及配套设施对于电力需求较高,可以说整个生命周期内都在持续释放二氧化碳,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

本身就存在“碳锁定效应(Carbon Lock鄄in)冶,同时数字化带来的能源效率提升引致的“能源回弹效应冶
也会刺激企业总能耗的增加,最终结果表现为不仅没有“降碳冶反而“增排冶了[12 - 14]。

近年来,在尝试对数字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国内文献开始基于计量模型探讨数字化的环

境效应。 最常见的思路是基于区域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构建地区数字化水平或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模型,考察数字化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 大多数实

证研究结论肯定了数字化对于碳排放的负向影响,认为数字化显著促进了地区碳排放水平的降

低[15 - 16],还有研究提出两者之间存在带门槛的非线性关系[17 - 18]。 这些研究的考察视角较为单一,
往往欠缺行业、企业层面数据的讨论,对制造业部门仅有的研究也从数字金融视角或基于地区层面

数据展开[19 - 20]。 此外,学者还对数字化影响碳减排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其中,绿色创新、
生产率提升和产业结构转型[21鄄22]等机制路径被提及得更多。 但学者对机制的探讨大多基于单一

路径层面,并未将两条甚至多条机制置于可比较的宏观分析框架之中,对于机制细节的讨论更甚少

涉及。 实际上,很多机制相互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就生产率提升机制和绿色创新机制来说,前者

表示给定投入的产出增加,数字化最直接的效果即“机器替人冶,企业获得既定的产出量需要投入更

少的劳动力,企业的有限资源可被释放至其他环节,如减排中,从而促进企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但同

时更多的产出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碳排放,即“增排冶效应,可能会削弱数字化替代原本的减排效应;后
者是指企业将数字化工具应用到企业绿色创新研发中,无论是技术复杂、创新性强、对行业影响较大

的绿色发明创新还是技术难度较小、创新性相对较弱、产业影响较小的绿色实用新型创新,绿色创新

的加强与低碳技术的进步无疑会促进减排效率的提升,使得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减少,意味着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率提升机制所带来的“增排冶效应,从另一层面来说,即绿色创新机制加强了生产率

提升机制。
当前,就制造业部门而言,探讨数字化环境影响的文献相对匮乏。 同时,数字化作用于碳减排

的机制路径尚有待明晰。 基于此,本文尝试丰富数字化、碳减排与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关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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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并在 3 个方面作出边际贡献:(1)研究视角上,本文聚焦企业碳减排,使用上市公司微观数据验

证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与既有文献在宏观层面的研究形成有益补充。 (2)研
究方法上,考虑到数字化影响生产率和减排效率的可能差异,本文基于罗默(Romer,1986) [23] 提出

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等(Shapiro,2018) [24] 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引入数字化、
劳动生产率和减排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技术进步效应冶和“绿色创新效应冶两条数字化影响

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机制,对两条机制的相关关系进行数理推演,并在实证研究中对生产率提升和绿

色创新进行路径分析。 (3)研究内容上,本文进一步引入企业微观特征和宏观产业环境因素,并进

行了丰富的异质性分析,从区域及行业层面分别探讨数字化减排效应的不同影响,为差异化制定数

字减排政策提供依据参考。

二、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理论建模

为从理论视角剖析数字化对制造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本文基于内生增长分析框架拓展了夏皮罗

等(Shapiro,2018) [24]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将减排产出纳入企业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进

入、生产、消费和减排的模型,引入数字化、劳动生产率和减排效率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数理推导

得出数字化影响企业碳排放强度可能存在的双重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
(一)消费者行为

假定消费者之间不存在异质性,代表性消费者能够消费各类产品。 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CES
函数形式,具体表达式如下:

Us [= 移
0

乙
棕沂赘

qs(棕)
滓s - 1
滓s d ]棕

滓s
滓s - 1

(1)

式(1)中,棕 表示 s 行业的商品种类,行业内所有商品的合集为 赘,式(1)描述了 s 行业所有商

品的总效用,qs(棕)表示行业 s 产品 棕 的需求量,滓s 表示行业 s 不同产品间的替代弹性,滓s > 1。
设定代表性消费者在 s 行业的固定支出为 Es,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ps(棕)qs(棕) = Es (2)
求解给定预算约束下求解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得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时对商品

棕 的需求函数为:

qs(棕) = (p(棕)) - 滓s

(Ps) 1 - 滓s
Es (3)

此时,s 行业的价格指数 Ps 为:

Ps [= 移
0

乙
棕沂赘

ps(棕) 1 - 滓sd ]棕
1

1 - 滓s (4)

(二)生产者行为

设定每个行业都有且仅劳动力一种无弹性供给的生产要素,且该生产要素有 2 种用途:一部分

用于企业生产产品,另一部分则用于减少排放。 设定用于企业生产产品的部分占比为(1 - a),用
于减排的部分为 a。 本文设定企业的单要素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qs = (1 - a)渍l (5)
式(5)中,渍 表示生产率。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模型设定企业一定要进行减排,但企业减排被视

为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企业减排对企业生产率存在依赖,a 是 渍 的函数,从另一个层面来解释即生

产要素分配与企业生产率变化有关。 考虑到大量已有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影响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25 - 28],本文在模型设定中引入企业数字化的概念,姿 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姿 的数

值越高,表示数字化转型程度越深,设定企业生产率 渍 是数字化程度 姿 的函数。 由此,式(5)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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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表示为:
qs = (1 - a(渍(姿))渍(姿) l (6)

本文使用污染生产技术模型[29]改写得到碳排放函数表达式,即企业使用以下技术产生碳排放:

cs (= 1 - a )兹
1 / 琢s

渍l (7)

与原模型相比,本文主要做了 3 点更新与改进:(1)在模型中纳入了生产率 渍 的作用;(2)设定

不同行业部门的污染弹性 琢s 存在差异,实际上可以将 琢s 理解为一个行业的“肮脏冶程度,它的大小

取决于每个行业的原始属性,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行业的生产技术、投入要素、初始禀赋等特征;
(3)引入参数 兹,兹 表示企业其他层面冲击对于碳排放的“扭曲冶程度,在模型中可以用来反映企业

进行绿色创新对于企业碳排放的负向作用。 同样,有大量文献证实了数字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绿

色创新[30 - 32]。 因此,本文假定 兹 也是数字化程度 姿 的函数。
联立式(5)和式(7),我们可以将企业产出写成碳排放和生产要素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如式(8)所示:
qs = 兹c琢ss (渍l) 1 - 琢s = 兹渍1 - 琢sc琢ss l1 - 琢s (8)

式(8)中,碳排放 cs 可视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另一个生产要素,琢s 衡量了碳排放的产出弹性。
兹渍1 - 琢s表示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劳动生产率代表的技术进步和企业额外的绿色创新)。

根据前述设定,可以求出企业的利润函数如下:
仔s = psqs - wl子 - fs - tscs子 (9)

式(9)中,w 表示企业对单位劳动力要素需要支付的工资,子 表示 s 行业市场中企业进行交易

的成本,fs 表示企业进入 s 行业需要支付的沉没成本,ts 表示 s 行业企业单位碳排放需要支付的环

境税,继而求解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式(10):
1 - a
兹 (= w

渍t
琢s

1 - 琢 )
s

琢s
(10)

(三)模型求解与假设讨论

接下来,本文定义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概念,即企业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其表达形式如式(11):

cis = cs / qs = (1 - a)
1
琢s

- 1兹 - 1
琢s (11)

为进一步分解数字化对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将企业碳排放强度 cis 对数字化程度 姿 进行求导:
鄣cis
鄣姿 = 兹 - 1

琢 (s
1
琢s

)- 1 (1 - a)
1 - 2琢s

琢s ( - 1) 鄣a鄣渍
鄣渍
鄣姿 + (1 - a)

1
琢s (- 1 - 1

琢 )
s

鄣兹
鄣姿 (12)

由式(12)可知,鄣ci / 鄣姿 的正负与鄣a / 鄣渍、鄣渍 / 鄣姿、鄣兹 / 鄣姿 三项紧密相关,那么就涉及以下 3 种情

形:(1)鄣a / 鄣渍 伊 鄣渍 / 鄣姿 > 0、鄣兹 / 鄣姿 > 0,数字化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同时存在,根据式

(12),显然此时鄣ci / 鄣姿 < 0,数字化促进了碳排放强度的降低;(2)鄣a / 鄣渍 伊 鄣渍 / 鄣姿 > 0、鄣兹 / 鄣姿臆0,数
字化的技术进步效应存在且正向,即数字化通过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

的增加,但未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明显刺激,甚至反向抑制了企业绿色创新,此时需比较这两种效

应的大小,如果数字化的技术进步效应大于对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根据式(11)仍能得到鄣ci / 鄣姿 <0,
数字化促进了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反之则结论相反;(3)鄣a / 鄣渍 伊 鄣渍 / 鄣姿臆0、鄣兹 / 鄣姿 > 0,数字化的绿

色创新效应存在且正向,即数字化通过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促进了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但数字

化的技术进步效应反而带来了碳排放强度的提升,同样需比较这两种效应的大小,如果数字化的绿

色创新效应大于技术进步效应,那么同理仍能得到鄣ci / 鄣姿 < 0,即数字化促进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

下降,反之亦然。
根据前人文献研究成果与经验事实依据,本研究认为第一种情形更符合逻辑,但在不同区域、

行业层面可能会产生第二种、第三种异质性情形。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 3 条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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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数字化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
H2. a: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企业生产率提升机制)实现。
H2. b: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通过绿色创新效应(企业绿色创新机制)实现。
H3: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和行业层面的异质性。

三、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实证检验

(一)实证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分析,本文设定基准回归模型:
lnciit = 茁0 + 茁1 lndiit + 茁2X it + 滋i + 谆t + 着it (13)

式(13)中,i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lnci 表示企业碳排放强度;lndi 表示企业数字化程度;X
为本文选取的一系列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滋i 和 谆t 分别表示模型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

效应,着it为随机误差项。 其中,茁1 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核心结果,如果 茁1 显著小于零,那么 H1 将得到

验证,意味着数字化能够显著抑制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 此外,为有效进行稳健性检验和

异质性分析,设定以下回归模型:
lnciit = 琢0 + 琢1 lndiit + 琢2X it + 浊p + 啄I + 谆t + 着it (14)

式(14)与式(13)的区别是控制了宏观因素和行业因素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在模型设定中剔

除了个体固定效应 滋i,加入了城市固定效应 浊p、行业固定效应 啄I。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1郾 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水平(lndi)
随着文本大数据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近期文献研究开始尝试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

企业数字化程度,与其他方法相比,文本分析法能够综合性地反映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参
考价值较高。 因此,本文借鉴吴非等[33]、赵宸宇等[25]的研究,使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MD&A)冶章节中数字化关键词总词频数的对数,来衡量企业数字化程度。
lndi = ln(1 +企业数字化关键词词频数) (15)

如式(15)所示,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
2郾 被解释变量:企业碳排放强度(lnci)
本文评估企业碳排放水平时,发现在年报中自愿披露碳排放数据的企业较少,受限于企业微观

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借鉴沈洪涛等[34]的研究方法,通过营业成本占比来使用行业碳排放量估算

企业碳排放量。 其中,行业碳排放量取自中国碳排放核算数据库(Carbon Emission Accounts &
Datasets, 简称 CEADs),计算公式如下:

(ci = 企业营业成本
行业主营业务成本

伊 )行业碳排放量 企业营业收入 (16)

式(16)中,行业主营业务成本数据取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为减少数据的波动性,本文对

碳排放强度作取自然对数处理,即 lnci = ln(1 + ci)。
3郾 机制变量

一是对技术进步效应的机制检验,涉及生产率代理变量的选取。 参考任胜钢等[35]、赵宸宇

等[25]的研究,使用 LP 方法计算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作为

衡量企业技术进步水平的代理变量。
二是对绿色创新效应的机制检验,涉及减排效率即绿色创新水平代理变量的选择。 参考王馨

等的[36]研究,使用企业绿色专利数据来定量评价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首先,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

平台(CNRDS)获取上市公司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分类号信息,再将其与世界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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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WIPO)发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冶进行匹配,根据关联结果,将上市公司专利划分为绿

色专利(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和非绿色专利(非绿色发明专利和非绿色实用新型专

利)两类。 本文使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对数值(lngreen)作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
4郾 控制变量

为进一步提升研究精度,基于前人文献研究成果,本文根据制造业上市公司特点选取了一系列

控制变量,包括:(1)企业规模( lnsize),以企业当年营业收入总额的对数值表示;(2)企业年龄

(age),企业成立时长对数;(3)盈利能力(roe),企业当年净资产收益率;(4)偿债能力(lev),企业资

产负债率,代表企业财务杠杆水平的高低;(5)股权集中度(top1),选取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来衡量;(6)股权稳定性(top1_minus_2),用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差表示,一般来说,
该差值越小,第二大股东取代第一大股东的可能性越高,认为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越不稳定;(7)研发

投入(rdr),选取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表示。 本文涉及的所有变量详见表 1。

表 1摇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研究变量代码与含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含义

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水平 lndi 企业年报数字化词频对数

被解释变量 企业碳排放强度 lncoi 单位营业收入碳排放

企业规模 lnsale 企业当年营业收入总额对数

企业年龄 lnage 企业成立时长对数

盈利能力 roe 总资产收益率

控制变量 偿债能力 lev 资产负债率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股权稳定性 top1_minus_2 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差

研发投入 rdr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中介变量
绿色创新 lngreen 绿色专利申请量对数

生产率 tfp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LP 方法测算)

摇 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摇 摇 5郾 数据来源与处理

考虑到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样本数量相对较多,上市时间较长,相关年报中可获得数据较为丰富

和完整,本文选取 2011—2019 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淤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了如下步骤的

数据处理:(1)剔除 ST、ST*和 PT 的企业样本;(2)为保证各变量数据的一致性,使用上市公司年度

合并报表公布的财务指标数据,同时剔除财务指标存在明显不合理的企业样本;(3)考虑西藏地区

数据的可获得性,剔除办公地址在西藏的企业样本;(4)为减少异常值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对
所有企业层面连续变量都进行 1% 和 99% 的缩尾处理。 最终,本文研究对象确定为包含 28 个行

业,1 825 个企业,共 11 441 个“企业—年份冶的观测样本。 本文所使用企业层面的原始数据主要来

源于 CSMAR 数据库,涉及企业年报数据从深交所和上交所官方网站下载处理后得到,行业、地区

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详见表 2。

851

淤 本文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2 年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行业进行编码,使用两位

代码进行行业分类。



胡雨朦, 等: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第 5 期

表 2摇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摇 摇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数字化水平 11 441 1郾 729 1郾 166 0 5郾 753

企业碳排放强度 11 441 1郾 738 1郾 373 0郾 001 6郾 044

企业规模 11 441 21郾 616 1郾 312 18郾 542 25郾 144

企业年龄 11 324 2郾 057 0郾 894 0 3郾 219

盈利能力 11 413 0郾 061 0郾 124 - 0郾 703 0郾 322

偿债能力 11 441 0郾 41 0郾 194 0郾 052 0郾 876

股权集中度 11 441 35郾 254 14郾 529 9郾 19 75郾 1

股权稳定性 11 440 25郾 237 17郾 357 0郾 03 73郾 01

研发投入 11 140 3郾 878 4郾 75 0 251郾 22

绿色创新 11 366 0郾 357 0郾 809 0 6郾 441

生产率 10 270 8郾 393 0郾 946 5郾 09 11郾 61

摇 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表 3 报告了根据式(13)拟合的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列(1)
为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意
味着企业数字化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列(2)为加入一系列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之

后的回归结果,企业数字化变量前的系数仍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 H1,同时控制变量的表现整体

符合预期,除了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导致企业规模变量前的影响系数不显著,其余控制变量前的系

数均显著。 初创期、财务杠杆较低、收益率较高、股权集中度较高、拥有较为稳定的股权结构、研发

投入较高的上市公司碳减排的表现较好。 分析来看:企业年龄方面,初创企业往往更加注重企业可

持续发展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且我国证监会近年来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审核时对环保要

求愈发严格,本文研究样本中包含的很多上市公司本身即属于环保产业,表现在回归结果中就是企

业成立时间越短碳排放强度越低。 财务指标方面,当制造业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都比较强,
意味着主营业务发展良好、发展前景较为明晰,此时不必花费大量的精力放在业务发展上,会更加

注重企业生命力和绿色低碳转型,将一部分生产要素投入到碳减排之中,必然会取得较好的减排效

果。 股权结构方面,当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较高且较为稳定时,公司政策和战略的制定与执行会

更有效率,一定程度上减少公司面临的外部干扰和短期波动压力,为企业进行碳减排创造良好的内

外部环境。 研发投入方面,“双碳冶目标背景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已经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重

要手段,反映到回归结果上即研发投入占比较高的企业碳排放强度较低。
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上市公司碳排放强度变化具

有一定的滞后性特征,为验证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中长期变化,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滞后一期的碳排放强度指标重新回归。 结果如列(3)所示,发现企业数字化程度指标前的系数

仍然显著为负,尽管显著性有所降低,但结果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二是改变模型设定。 本文依据

式(14)在同时控制城市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重新进行拟合估计,列
(4)结果显示,数字化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高。 三是内生性

检验。 本文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即由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

的反向因果关系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数字化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另一

方面,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也会推动企业数字化进程,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可能是企业数字化的原

因,而不是结果。 工具变量法是克服内生性的重要方法,本文尝试通过选取恰当的工具变量缓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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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表 3摇 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摇 摇 摇 变量

(1)
企业碳排放

强度

(2)
企业碳排放

强度

(3)
企业碳排放强度

(滞后一期)

(4)
企业碳排放

强度

(5)
企业碳排放

强度

企业数字化水平 - 0郾 015 8*** - 0郾 011 1** - 0郾 010 0* - 0郾 009 4*** - 1郾 621 7***

(0郾 005 5) (0郾 005 2) (0郾 005 7) (0郾 002 7) (0郾 399 0)

企业规模 - 0郾 015 1 - 0郾 017 2 0郾 012 1*** 0郾 254 9***

(0郾 015 1) (0郾 015 7) (0郾 002 5) (0郾 097 8)

企业年龄 0郾 083 4* 0郾 078 7 0郾 174 2*** - 0郾 167 4

(0郾 047 6) (0郾 050 6) (0郾 015 7) (0郾 240 7)

偿债能力 - 0郾 222 2*** - 0郾 300 6*** 0郾 007 0 - 0郾 723 1**

(0郾 076 8) (0郾 105 0) (0郾 006 4) (0郾 336 1)

盈利能力 - 0郾 189 5*** - 0郾 049 4 - 0郾 309 7*** 0郾 109 2

(0郾 042 1) (0郾 044 3) (0郾 023 5) (0郾 161 1)

股权集中度 - 0郾 009 7*** - 0郾 007 6*** - 0郾 001 9*** - 0郾 018 1**

(0郾 001 8) (0郾 002 0) (0郾 000 4) (0郾 008 6)

股权稳定性 0郾 005 1*** 0郾 003 4** 0郾 001 4*** 0郾 012 5*

(0郾 001 5) (0郾 001 6) (0郾 000 3) (0郾 006 5)

研发投入 - 0郾 001 9** - 0郾 004 2*** - 0郾 003 4*** 0郾 001 2

(0郾 000 9) (0郾 001 3) (0郾 001 2) (0郾 003 0)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否

城市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否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1 385 11 385 11 385 11 385 11 357

拟合优度 0郾 955 7 0郾 955 7 0郾 955 8 0郾 955 9 0郾 956 6

Kleibergen鄄Paap rk LM 统计量 26郾 704

Cragg鄄Donald Wald F 统计量 67郾 783

Kleibergen鄄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27郾 164

Hansen 检验(P 值) 0郾 000 0

摇 摇 注:***、**、*表示分别在 1% 、5% 、1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证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以同年份同行业其他企业数字化转

型水平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 考虑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容易受到同行业其他企业

的数字化水平的影响,但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很难通过其他渠道影响企业创新,该工具变

量基本满足相关性和排他性要求。 列(5)结果显示,本文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数字化对制造

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机制路径检验

本文使用巴伦等(Baron,1986) [37]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

061



胡雨朦, 等: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第 5 期

度的作用机制。 基于前文假设,借鉴温忠麟等(2004) [38] 提出的逐步回归检验法,本文使用的中介

效应模型“三步法冶如下:
lnciit = 茁0 + 茁1 lndiit + 籽2X it + 滋i + 谆t + 着it

Interit = 籽0 + 籽1 lndiit + 籽2X it + 滋i + 谆t + 着it

lnciit = 酌0 + 酌1 lndiit + 酌2 Interit + 酌3X it + 滋i + 谆t + 着it (17)
其中,Inter 表示中介变量,其余变量含义与式(13)相同。 检验结果详见表 4。

表 4摇 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机制检验

摇 摇 变量

(1) (2) (3) (4) (5) (6)
绿色

创新

企业碳排

放强度

绿色创新—
单位研发

企业碳排

放强度
生产率

企业碳排放

强度

企业数字化水平 0郾 016 1** - 0郾 010 8** 0郾 023 8*** - 0郾 010 3** 0郾 023 6*** - 0郾 013 6**

(0郾 007 3) (0郾 005 2) (0郾 008 7) (0郾 005 2) (0郾 004 9) (0郾 00 3)

绿色创新 - 0郾 013 6**

(0郾 006 0)

绿色创新—单位研发 - 0郾 030 6***

(0郾 005 6)

生产率 - 0郾 035 6*

(0郾 020 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11 015 11 015 11 013 11 013 9 900 9 900

拟合优度 0郾 715 7 0郾 955 5 0郾 523 7 0郾 955 7 0郾 927 2 0郾 957 1

摇 摇 注:***、**、*表示分别在 1% 、5% 、1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为减少

篇幅,此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并未报告,备索。

摇 摇 表 4 列(1)估计结果表明,随着企业数字化程度加深,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显著提升。 实际上,
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主要逻辑较为清晰:一方面,从成本投入视角看,一是运营成本,企业数字

化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使得企业得以释放更多资源用于绿色技术研发创新;二是研发成

本,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支持工具,使得企业进行

绿色创新的难度和成本大大降低,企业得以更加高效地迭代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另一方面,从终端

产出视角看,数字化丰富了消费者对于绿色产品的体验,市场上消费者将接收到具有吸引力的绿色

产品,刺激企业根据用户的消费需求来进行绿色创新,抢占产品市场。 表 4 列(2)报告了绿色创新

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观察到,绿色专利申请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同时数字化的估计系数

依然显著为负,表明数字化通过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 同时,为了

进一步验证绿色创新机制存在,本文还引入了企业单位研发投入的绿色专利申请量(lngreen_rd)作
为替代变量,来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进行拟合回归,结果如表 4 列(3) ~ (4)所示。 回归结果没

有发生明显变化,仍然说明企业数字化的绿色创新效应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实现碳减排,有力回

应了假设 H2. a。
表 4 列(5)估计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随之带来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数字化使得数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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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进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之中,数据要素本身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任何企业都可以

通过信息平台或其他方式手段获得数据要素,企业数据资源的利用不仅不会导致其原有量的减少,
甚至还会在不断使用中更加丰富完善,真正实现要素的开放、包容和共享,同时,数据要素能够产生

强大的正外部性,能够连接其他各类生产要素、促使制造业企业实现多要素协同运转,实现企业内

外部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资源要素的深度融合,提高企业整体生产率水平。 列(6)报告了生产效

率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同时数字化指标前

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意味着数字化通过提升企业全要生产率带来了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

的降低,至此,假设 H2. b得到验证。
(五)异质性分析

为分析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在区域、行业层面的不同影响,以及探讨 H3 是否成

立,本文对不同区域、行业企业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考虑到分组后组内企业样本数量较少、组间差

异较小,此处可按照式(14),本文控制城市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回归结果

如下。
1郾 区域异质性

为考察数字化对处于不同地理区位的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差异性影响,我们按照上市公

司办公地将企业研究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3 组,分别依据式(14)对样本进行分组估计。
结果如表 5 列(1) ~ (3)所示。 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样本回归中,企业数字化前的系数

显著为负,而西部地区样本回归中,系数虽然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

减排的积极效应存在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未发挥出实质性的改善效应。 分析来看,东部

地区是数字技术研发创新的重要集聚区,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据要素资源丰富、数字技术成果转

化率更高,且市场存在良性竞争,东部地区企业样本数庞大,约占总样本数的 2 / 3,数字化对东部地

区产业群低碳转型的驱动能力更强。 而与东部地区相反,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缓慢,难
以为企业提供广阔的数字化应用空间,且可能迫于经济增速压力,吸收了一批从东中部地区转移而

来的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制造业产业,导致西部地区整体低碳转型难度增大,以及许多数据中心

等排放密集型数字基础设施批量迁移至西部地区,更是加剧了减排压力,因此,在西部地区数字化

暂未表现出明显的减排效应。

表 5摇 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异质性检验

摇 摇 变量
(1)

东部地区

(2)
中部地区

(3)
西部地区

企业数字化水平 - 0郾 014 7*** - 0郾 018 2*** - 0郾 013 3

(0郾 002 6) (0郾 006 3) (0郾 008 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数 7 782 1 861 1 469

拟合优度 0郾 969 6 0郾 976 0 0郾 963 6

摇 摇 注:***、**、*表示分别在 1% 、5% 、1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为减少

篇幅,此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并未报告,备索,本文表 6 ~ 10 与此相同。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摇 摇 本文进一步探讨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两条机制在区域层面的异质性表现,表
6 和表 7 为两条机制的具体识别情况。 结果显示:(1)绿色创新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存在,但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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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还未表现出来,具体而言,数字化通过促进东部地区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抑制了东部地区企

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数字化同样明显刺激了中部地区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但这种刺激作用并未表

现出明显的减排作用;现阶段数字化对西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2)技术进步

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同样不显著,但东部地区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反而促进了其碳排放强度的增加。
究其原因:(1)就绿色创新效应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基础较好,高校、科研机构聚集使得地区内部

产学研合作活跃,同时资本市场发达、中小型研发企业投融资环境优良,企业绿色创新支撑有力。
因此,数字化能够较好地发挥绿色创新效应,促使东地区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降低;相比之下,中
西部地区整体绿色创新水平较低,虽然近年来政策设计在有意弥补不足,但仍然进展缓慢,数字化

的绿色创新效应较难发挥。 (2)就技术进步效应看,东部地区发展速度较快、市场竞争较强,数字

化带来的企业生产率提升引致的产出效应大于减排效应,在局部地区表现出的技术进步促进了碳

排放强度的提升。 在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总体表现出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

用,尽管这种抑制作用在现阶段并不显著。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加深,企业发展到一定规

模、生产率提升至较高程度时,受环境承载力和地区产能约束,企业生产率提升带来的产出效应将

会减弱,当弱于减排效应时,技术进步效应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将显现出来。

表 6摇 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异质性检验(绿色创新机制)

摇 摇 变量
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

绿色创新 碳排放 绿色创新 碳排放 绿色创新 碳排放

企业数字化水平 0郾 043 6*** - 0郾 013 3*** 0郾 042 1** - 0郾 007 7 0郾 030 8 - 0郾 017 6**

(0郾 008 6) (0郾 002 7) (0郾 018 3) (0郾 006 8) (0郾 021 2) (0郾 008 4)

绿色创新 - 0郾 007 9*** - 0郾 013 2** - 0郾 005 3

(0郾 002 9) (0郾 006 6) (0郾 009 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7 738 7 738 1 841 1 841 1 461 1 461

拟合优度 0郾 253 4 0郾 970 8 0郾 362 5 0郾 978 2 0郾 357 9 0郾 965 9

摇 摇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表 7摇 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异质性检验(生产率提升机制)

摇 摇 变量
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

生产率 碳排放 生产率 碳排放 生产率 碳排放

企业数字化水平 0郾 022 2*** - 0郾 013 4*** 0郾 002 3 - 0郾 006 5 0郾 002 2 - 0郾 019 3**

(0郾 003 0) (0郾 002 8) (0郾 005 2) (0郾 007 4) (0郾 006 4) (0郾 008 5)

生产率 0郾 037 9*** 0郾 034 6 0郾 021 5

(0郾 013 5) (0郾 031 7) (0郾 039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6 849 6 849 1 728 1 728 1 385 1 385

拟合优度 0郾 948 0 0郾 970 4 0郾 967 8 0郾 978 6 0郾 961 5 0郾 965 2

摇 摇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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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郾 行业异质性

不同类型制造业接入数据要素的条件以及运用数字技术的场景存在差异,而这种异质性往往

会传导至数字化的减排效果[39]。 因此,为考察数字化对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碳排放的差异性影

响,参考阳立高等[40]的做法,本文按照上市公司所属行业不同,将企业全样本分为劳动密集型制造

业企业群、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 3 组,依据式(14)分别回归。 结果

如表 8 所示。 可以发现,数字化在 3 组制造业企业群中均对企业碳排放强度表现出了显著的抑制

作用,但对劳动密集度型制造业企业群的显著性不及另外两组。 可能的原因在于,劳动密集型制造

业企业需求最多的要素是劳动力,数字化对该类企业的直接影响即“机器替人冶,但劳动力本身产

生的碳排放量较为有限,而数字化机器设备本身也会产生较大的资源消耗和碳排放,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数字化替代在该类企业中的减排红利,因此,相较于另外两类制造业“机器替机器冶模式的来

说,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样本中,数字化对碳排放强度发挥抑制作用的显著性较低。

表 8摇 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行业异质性检验

摇 摇 变量 技术密集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企业数字化水平 - 0郾 012 0*** - 0郾 011 2*** - 0郾 010 8*

(0郾 002 6) (0郾 004 0) (0郾 006 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数 3 616 5 851 1 204

拟合优度 0郾 877 5 0郾 968 1 0郾 961 4

摇 摇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摇 摇 同样,本文进一步探讨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两条机制在行业层面的异质性表

现,表 9 和表 10 为两条机制的识别情况。 结果发现:(1)绿色创新效应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

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即数字化通过促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抑制了企业碳排

放强度的提升,但该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并未表现出来;(2)技术进步效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

存在,但该机制是反向作用的,即数字化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提升,反而带来了企业

碳排放强度的提升,在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虽然存在负向影响,但结果并不显著。 分析原因:
(1)就绿色创新效应而言,相较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说,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绿色创新方

面呈现较大优势,两类行业企业更加重视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因而绿色创新效应带来的减排效率

提升较大;(2)就技术进步效应而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大多采用高新技术和自动化生产装

备,推行清洁生产技术和绿色工艺,本身具备生产率高、环保水平高的技术特征,且国家鼓励大力发

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不仅未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能设限,而且拥有完备的政策支撑体系,在此

情形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引致生产率提升的产出效应必然大于减排效应,表现在回归

结果中即数字化通过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提升,进而增加了企业碳排放。 在资本和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中则相反,但由于这两类行业现阶段数字化水平不够高,数字化对生产率提升的促进

作用本身就较弱,技术进步效应的减排红利较难释放出来。 随着两类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

加深,数字化技术进步效应引致的减排效果将随之显现。 需要提及的是,技术进步效应机制在地区

和行业层面的分组回归中均未表现出来,本文认为该效应的存在可能是组间差异导致的,分组之后

组内企业之间生产率差异较小,对其减排效果的发挥有较大削弱。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确实在区

域、行业层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由此,H3 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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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摇 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行业异质性检验(绿色创新机制)

摇 摇 变量
技术密集 技术密集 资本密集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劳动密集

绿色创新 碳排放 绿色创新 碳排放 绿色创新 碳排放

企业数字化水平 0郾 052 3*** - 0郾 011 2*** 0郾 016 0* - 0郾 010 3*** 0郾 009 4 - 0郾 011 2*

(0郾 015 7) (0郾 002 6) (0郾 008 9) (0郾 004 0) (0郾 008 9) (0郾 006 4)
绿色创新 - 0郾 006 8*** - 0郾 011 4** 0郾 013 4

(0郾 002 4) (0郾 005 2) (0郾 026 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3 590 3 590 5 813 5 813 1 201 1 201
拟合优度 0郾 312 8 0郾 877 6 0郾 280 8 0郾 968 1 0郾 228 6 0郾 961 4

摇 摇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表 10摇 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行业异质性检验(生产率提升机制)

摇 摇 变量
技术密集 技术密集 资本密集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劳动密集

生产率 碳排放 生产率 碳排放 生产率 碳排放

企业数字化水平 0郾 034 2*** - 0郾 013 3*** 0郾 009 9*** - 0郾 011 0*** 0郾 001 1 - 0郾 012 1*

(0郾 004 7) (0郾 002 8) (0郾 003 3) (0郾 004 2) (0郾 006 9) (0郾 006 8)
生产率 0郾 064 7*** - 0郾 019 6 - 0郾 015 3

(0郾 013 0) (0郾 021 2) (0郾 040 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3 203 3 203 5 288 5 288 1 075 1 075
拟合优度 0郾 951 3 0郾 875 5 0郾 959 2 0郾 967 7 0郾 963 0 0郾 962 2

摇 摇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首先,本文拓展了夏皮罗等(Shapiro,2018) [24]的企业污染排放模型,从理论视角剖析了数字化对

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作用,并提出了技术进步效应与绿色创新效应两条机制,区别于以往单一机制

识别研究,将两条作用机制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一步探讨;其次,本文以 2011—2019 年沪深 A 股

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从实证视角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进一

步证实了数字化通过促进生产率提升(技术进步效应)和增强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创新效应)带来了

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再次,通过丰富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均抑

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

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 两条机制的识别表现也各有差异,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

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中都显著存在,而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
(二)政策启示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得到四方面的政策启示。
第一,重视数字化减排效应,抓住机会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推动企业降低碳排放水平,赋能制造

业绿色低碳转型。 充分发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对于企业绿色生产

的重要作用,通过智能感知、预警诊断、量化评估等数字化监测手段优化生产管理流程,减少资源损

耗与碳排放,加速完成企业清洁化改造。 加强数字技术产品研发,不计较一时投入产出回报率,进
561



2023 年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一步激发数字化的减排效应,抢占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赛道。
第二,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和绿色创新路径机制,引导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合理配置各种生产

要素,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避免资源浪费与重复投入,不断提升企业资源利用率和单位产出率。
大力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加大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投入,优化研发机制,提升绿色研发成果转换效率,
拓宽企业绿色技术研发渠道,充分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实现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构建全产业链

协作的低碳产业生态体系。
第三,因地制宜制定数字化减排政策,将不同地区之间的异质性特征纳入考量范围,切忌无差

别、“一刀切冶现象。 对于东部地区,要注重关键数字技术突破和重点行业转型升级,发挥数字化示

范引领作用,充分释放绿色创新效应的减排红利,激发数字化引致的绿色创新提升,以促进地区碳

排放强度的降低。 对于中西部地区,应发挥资源禀赋优势,结合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
型城镇化战略等国家战略,顺势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人才

引进,开发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特点的数字产业,以实现低碳发展弯道超车。 同时,加强区域间协调

合作,利用“东数西算冶等区域产业布局政策,推行碳减排数字共治机制、有效控制全国碳排放。
第四,立足行业本身要素结构和技术主攻方向推行数字化减排,坚决避免政策效果相互抵消或

产生“漏斗效应冶。 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考虑其技术更新迭代快、产业链较长的特征,要将绿色

创新研发应用作为减排的重要途径,着力打造数字协同的绿色低碳发展体系,拓宽数字赋能减排的

机会空间。 对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考虑在该类制造业中数字化减排效果明显好于传统减排方式,
加速数字技术在行业中的推广应用,可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新一代智能制造设备构建

数字工厂,同时针对钢铁、石化、建材、有色等重污染行业量身定制能效可视、排放可控的数字减排

方案,助力其实现节能减排和绿色生产。 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强化上下游产业协同联动,打通

消费端与生产端的数据资源,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构建数据驱动的个性化定制、柔性生产和产品溯

源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能耗与物耗,推动行业全面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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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oretical Modeling and Mechanism Test

HU Yumeng1, GUO Chaoxian1,2

(1.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 dual carbon " goal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ization and green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er for high鄄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Firstly, based on endogenous growth framework, this study expands
upon the enterprise pollution reduction model proposed by Shapiro & Walker ( 2018 ),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ffect and green innovation effect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reduction i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due to digitization. The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hypotheses are put forward. Secondly, using the data of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11 to 2019 as the benchmark,
empirical tests are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git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existence of two mechanisms, namely,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through digitization and green innovation, is confirmed. Furthermore,
heterogeneity research reveals that at the regional level, digitization inhibits the increase i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but this inhibitory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At the industry level, digitization has a deeper impact 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technology and capital鄄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Moreover,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prese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in technology and
capital鄄intensive manufacturing clusters, whereas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ffect is not evident
in the groupe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ccurately assessing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digitization and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for digital empower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its green and low鄄carbo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digitiz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nterpris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heoretical modeling; mechanism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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